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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低创造性思维水平者的认知抑制能力： 

行为和生理的证据* 

白学军 1  姚海娟 2 
(1 天津师范大学心理与行为研究院, 天津 300074) (2 天津商业大学法学院心理学系, 天津 300134) 

摘  要  本研究采用 2 个实验, 考察创造性思维测验得分高低者在 Stroop 任务干扰条件上的差异, 从行为和生理

指标探讨认知抑制与创造性思维的关系, 以及时间压力对认知抑制与创造性思维关系的调节作用。实验 1 采用

Stroop 颜色命名任务。结果发现, 相比低创者, 高创者的反应时干扰效应量和正确率干扰效应量均更小。实验 2 采

用更灵活的 Stroop 字义–颜色命名转换任务, 操纵不同的时间压力条件, 并记录被试完成任务时的皮肤电活动。结

果发现, 高创者在有时间压力条件下的干扰效应量显著小于无时间压力条件下, 而低创者在有和无时间压力条件

下的干扰效应量无显著差异; 高创者在颜色命名任务的不一致条件下的皮肤电活动变化显著高于一致条件, 而低

创者在颜色命名任务的一致和不一致条件下无显著差异。研究表明：总体而言, 相比低创者, 高创者的认知抑制能

力更高, 能够有效抑制优势的但不相关的反应倾向。时间压力在认知抑制与创造性思维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 高创

者面对不同任务要求能够灵活调整自身的认知抑制水平, 并表现出变化的生理唤醒水平。结果支持创造性思维的

适应性认知抑制假说。 

关键词  创造性思维; 认知抑制; 时间压力; 皮肤电 

分类号  B842 

1  引言 

创造性思维是个体以新的方式解决问题的高

级思维活动(Sternberg & Lubart, 1996)。有研究表明, 

执行功能与创造性思维相关(Beaty, Silvia, Nusbaum, 

Jauk, & Benedek, 2014; Benedek et al., 2014a; Benedek, 

Jauk, Sommer, Arendasy, & Neubauer, 2014b)。执行

功能是控制个体思想和行为的基本认知加工能力, 

与前额叶皮层相关, 由转换、抑制和工作记忆刷新

三个成分组成(周雅, 2013)。近 10 多年来, 认知抑

制与创造性思维的关系成为研究热点之一(Benedek, 

Franz, Heene, & Neubauer, 2012; Radel, Davranche, 

Fournier, & Dietrich, 2015; Zhang et al., 2016)。认知

抑制是对认知内容或过程的抑制, 其在创造性思维

中扮演着重要角色(Harnishfeger, 1995; 白学军, 巩

彦斌, 胡卫平, 韩琴, 姚海娟, 2014; 胡卫平, 程丽

芳 , 贾小娟 , 韩蒙 , 陈英和 , 2015; 张克 , 杜秀敏 , 

仝宇光, 2017)。 

对于创造性思维与认知抑制的关系, 研究者提

出不同理论加以解释。首先, 有研究者提出了创造

性思维的认知去抑制假说(以下简称认知去抑制假

说) (Eysenck, 1995)。该假说认为, 相比低创造性思

维水平者(以下称低创者), 高创造性思维水平者(以

下称高创者)的多巴胺分泌水平升高, 血清素降低, 

导致认知抑制能力降低, 并且其采用稳定的离焦注

意的模式, 能够更多注意并记忆无关信息(Vartanian, 

2002), 更具冲动性(Burch, Hemsley, Pavelis, & Corr, 

2006), 潜在抑制能力缺乏(Peterson & Carson, 2000; 

Peterson, Smith, & Carson, 2002; Carson, Peterson, 

& Higgins, 2003; Chirila & Feldman, 2012)。研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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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 低抑制有助于创造性观点产生 (Radel, et al., 

2015; Zhang et al., 2016)。通过降低大脑左额叶的活

动并增加大脑右额叶的活动来降低认知抑制, 也发

现减少的认知抑制对创造性观点产生有积极的影

响(Mayseless & Shamay-Tsoory, 2015)。 

随后, 有研究者提出了创造性思维的认知抑制

假说(以下简称认知抑制假说) (Groborz & Necka, 

2003)。该假说认为总体而言, 高创者的认知抑制能

力高于低创者。以往研究采用 Stroop 任务发现, 高

创者在字色不一致条件下的反应时显著短于低创

者(Edl, Benedek, Papousek, Weiss, & Fink, 2014; 

Groborz & Necka, 2003)。其他研究采用随机动作生

成测验测量个体抑制能力, 结果也发现认知抑制与

观点的流畅性、自我报告的创造性行为以及创造性

成 就 呈 正 相 关 (Benedek et al., 2012; Zabelina, 

Robinson, Council, & Bresin, 2012)。执行功能与创

造力关系的研究表明, 高执行功能导致高创造力。

执行功能子成分中的抑制和更新可以预测创造力

(Benedek et al., 2014b)。神经影像学研究也发现前

额皮层的过度活化有益于产生创造性成果, 表明良

好 的 认 知 控 制 促 使 更 具 创 造 性 的 观 点 产 生

(Colombo, Bartesaghi, Simonelli, & Antonietti, 2015)。 

上述有关认知抑制与创造性思维的两种假说

中, 前一种假说强调创造性思维的自动化加工, 认

为低认知抑制在创造性加工中起重要作用; 后一种

假说则强调创造性加工过程中控制性加工的重要

性, 认为高水平的创造力需要一定程度的集中的心

理努力, 高认知抑制有助于创造性问题的发现和解

决(Groborz & Nęcka, 2003)。然而, 创造性加工过程

中可能既有自动化加工, 也有控制性加工, 只是在

不同的阶段或不同的情境下个体更倾向于采用某

种加工模式。Kris (1952)提出创造性思维的初级−

次级加工理论, 初级加工具有自我中心、自由联想、

无拘束的特点, 次级加工常常和有意识、有目的的

思考相联系, 高创者更擅于在这两种加工模式之间

进行转换。因此, 高创者的认知去抑制和认知抑制

两种状态均可以运作, 认知去抑制可能是其面对模

糊问题或处于某个阶段而表现出来的特质(Cheng, 

Hu, Jia, & Runco, 2016; Zabelina & Beeman, 2013; 

Radel et al., 2015; 姚海娟, 白学军, 2014)。 

近来, 有研究者对创造性思维的认知抑制和认

知去抑制假说进行整合, 提出创造性思维的适应性

认 知 抑 制 假 说 ( 以 下 简 称 适 应 性 认 知 抑 制 假 说 ) 

(Martindale, 1999, 2007)。该假说认为, 高创者面对

不同任务要求时会对注意焦点进行灵活转换, 表现

出较高的目标导向的注意技能, 相比低创者, 高创

者能够更好地根据任务要求调整注意的焦点。在创

造性问题解决的早期阶段 , 问题相对地定义不良 , 

高创者更可能倾向于离焦注意, 但注意宽泛且导致

信息加工速度变慢; 在创造性问题解决的晚期阶段, 

高创者从抑制无关信息和增加对任务的集中注意

中获益, 注意变窄并提高了任务加工速度(Ansburg 

& Hill, 2003; Vartanian, 2009; Zabelina & Beeman, 

2013), 并能够根据问题解决结果灵活调整问题解

决策略(Zabelina & Robinson, 2010)。Cheng 等人

(2016)探讨了认知抑制在创造性的问题发现的早期

和晚期阶段中的作用。结果发现, 个体的认知抑制

与问题发现任务中思维的流畅性和灵活性有关, 但

与独创性无关; 低认知抑制提高了一开始的独创性, 

但在随后的加工中 , 高认知抑制有助于创造性加

工。这表明创造性的问题发现的早期和晚期阶段需

要不同的认知抑制水平。张克等人(2017)采用定向

遗忘范式, 探讨创造性思维水平高低与认知抑制的

关系。结果发现, 低创者在 2 s 和 5 s 以及高创者在

5 s 时间间隔时, 均对中性词表现出定向遗忘效应, 

而对负性词没有表现出定向遗忘效应。高创者在 2 s

时间间隔下, 对中性和负性词均表现出定向遗忘效

应。结果表明较短时间内高创者对负性情绪的认知

抑制能力优于低创者。还有研究发现, 创造性思维

水平与无干扰任务(如概念判断任务)的反应时呈负

相关, 与包含干扰的任务(如负启动任务)的反应时

呈正相关(Dorfman, Martindale, Gassimova, & Vartanian, 

2008; Vartanian, Martindale, & Kwiatkowski, 2007)。

但是, 这两个研究采用了两种不同干扰水平的任务, 

没有单独从认知抑制任务来探讨高创者的适应性

认知抑制。因此, 如果高创者的认知抑制具有适应

性, 那么这种认知抑制能力是更高更灵活, 还是更

低更灵活呢？这一问题还需要采用单独测定认知

抑制的任务范式进行检验。 

前人研究发现, Stroop 任务是测量认知抑制的

有效研究范式(Edl et al., 2014; Groborz & Necka, 

2003; Zabelina & Robinson, 2010)。该任务要求个体

判断字义或者判断字色。字色不一致条件下的反应

时通常比字色一致时的反应时要长(Stroop, 1935)。

所以本研究的第一个目的是采用经典 Stroop 任务

来考察认知抑制与创造性思维的关系, 检验认知去

抑制和认知抑制两种假说。在实验 1 中, 我们采用

经典 Stroop 任务, 如果高创者的反应时干扰效应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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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短于低创者, 则表明高创者的认知抑制能力较

强, 相反则表明高创者的认知抑制能力较弱。 

但是, 实验 1 仅能对认知去抑制和认知抑制两

个假说进行验证, 无法检验适应性认知抑制假说。

基于适应性认知抑制假说的观点, 我们预期任务因

素可能调节认知抑制与创造性思维的关系。研究发

现, 时间压力对创造性思维有影响, 但结论并不一

致。一种观点认为, 时间压力降低个体的创造性。

例如, Amabile, Hadley 和 Kramer (2002)调查了 177

名从事需要高度创意工作的项目人员的 9000 多篇

日记, 发现他们在需要争分夺秒地完成工作任务时

表现出的创意最差; 另一种观点认为, 时间压力促

进个体的创造性 (Darini, Pazhouhesh, & Moshiri, 

2011), 或者时间压力能够促进思维的流畅性(张景

焕, 王亚男, 初玉霞, 徐希铮, 2011)。本研究采用

Szollos (2009)对时间压力的界定, 即个体对没有足

够时间做事情的一种认知体验。所以, 本研究的第

二个目的是探讨时间压力对认知抑制与创造性思

维的调节作用。在实验 2 中, 采用更灵活的 Stroop

范式, 操纵有和无时间压力两种任务情境, 验证适

应性认知抑制假说。从信息加工的角度分析, 时间

压力会影响个体在任务环境中的注意对象和范围, 

个体会更关注与任务相关的特征, 而忽略与之不相

关的特征, 因此预期高创者比低创者在抑制冲突刺

激时更能从时间压力情境下获益。 

研究表明 , 个体的认知加工与自主唤醒有关

(Gendolla, Wright, & Richter, 2012)。Pennebaker 和 Chew 

(1985)提出, 抑制需要努力, 反过来又导致生理成

本的增加。因此, 实验 2 拟增加生理指标来反映高

低创者在不同时间压力任务情境下个体内部的唤

醒情况。目前采用皮肤电活动(electrodermal activity, 

EDA)来评定自主神经系统的动力学特点已经非常

普及(Bach & Friston, 2013)。自主神经系统是身体

内部的调控网络, 通过平衡交感神经系统和副交感

神经系统来反映个体感知到的压力水平。EDA 是一

种测量皮肤电导变化的方法, 具有无创性, 反映交

感 神 经 系 统 的 激 活 水 平 (Posada-Quintero et al., 

2016)。许多研究采用皮肤电反应(skin conductance 

responses, SCRs)这一指标, 因为 SCRs 表示的是

EDA 信号的快速时相转移(Boucsein et al., 2012), 

能够较快地反映呈现的刺激所引起的皮肤电活动

的变化。以往研究表明, Stroop 任务中的集中注意、

冲突探测以及错误意识与补偿等加工与自主唤醒

有关(Kobayashi, Yoshino, Takahashi, & Nomura, 2007)。

相比字色一致条件或中性条件, 字色不一致条件会

引起更大的皮肤电活动变化(Kobayashi et al., 2007; 

Lemche et al., 2016), 表明个体抑制冲突并解决会

引起交感神经系统更高强度的激活。抑制与生理唤

醒的间接支持证据来自于情绪反应调节的研究。研

究表明, 个体抑制自身的情绪反应会产生交感神经

兴奋, 导致皮肤电活动变化增加, 手指脉冲幅度增

加, 指温升高(Demareeet al., 2006)。同样, 犯罪测

谎的研究表明, 犯罪者在测谎时对抗条件下比合作

条件下引起了更大的皮肤电活动变化(Zvi, Nachson, 

& Elaad, 2012)。研究者认为, 皮肤电活动变化的增

强反映了个体有更高的防御动机并尝试抑制对抗

条件下的生理唤醒。 

上述表现只是个体内部的抑制增加会导致皮

肤电生理唤醒的增加, 然而皮肤电活动变化还可能

反映无意识的评价过程, 是对相关的即将发生的刺

激的可能(消极)结果或后果的预期, 也可能反映无

意识的情感加工, 可以作为指导个体未来决策的一

个身体标记, 帮助个体在有风险或不确定的情况下

指引方向并采取行动(Dawson, Schell, & Courtney, 

2011)。对于高创者和低创者来说, 他们可能具有不

同的生理表现(Kwiatkowski, 2002; Martindale, 1999; 

谷传华等, 2015)。相比低创者, 高创者往往有较高

的基础唤醒水平, 表现为较低的 α 波活动和较高的

皮肤电导水平(Martindale, 1999), 但其在不需要创

造性的任务(如爱荷华赌博任务)中的皮肤电活动变

化较低(Galang, Castelo, Santos, Perlas, & Angeles, 

2016), 在需要发散思维的创造任务中交感激活水

平更高(Silvia, Beaty, Nusbaum, Eddington, & Kwapil, 

2014)。我们预期, 如果符合适应性认知抑制假说, 

则高创者在不同任务条件下会表现出变化的生理

唤醒水平, 而低创者则会表现出固定的生理唤醒水

平。如果高创者比低创者的认知抑制能力强, 那么

相比无时间压力情境, 高创者在有时间压力情境下

可能不会表现出皮肤电活动变化的显著差异, 而低

创者在更有时间压力的任务情境下较难根据任务

要求完成较快反应, 因此需要更大的抑制努力, 其

皮肤电活动变化会显著增加。 

综上所述, 本研究拟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 采

用 Stroop 颜色命名任务和更具有灵活性的 Stroop

字义–颜色命名转换任务和操纵时间压力, 探讨高

低创造性思维水平者认知抑制能力的差异。我们预

测, 如果高创者比低创者的认知抑制能力更高更灵

活, 则从行为指标上, 高创者的 Stroop 干扰效应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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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小于低创者, 高创者在有时间压力条件下的干

扰效应量显著小于无时间压力条件下, 而低创者则

没有; 从皮肤电指标上, 高创者在不同条件下的生

理唤醒水平不同, 而低创者则基本保持一致的生理

唤醒水平。 

2  实验 1：高低创造性思维水平者
的认知抑制能力比较 

2.1  方法 

2.1.1  被试 

对 568 名大学生施测《托兰斯创造性思维测验》

(TTCT)词汇卷和图画卷 , 删除没有完成测试的被

试 15 人, 最终有效问卷 553 份, 其中男生 239 人, 

女生 314 人, 平均年龄 19.74 ± 1.06 岁。 

将各维度得分转换为标准分后求总分, 根据总

分排序, 并自愿参加的原则, 选取高创者 30 人(男

13 人, 女 17 人), 平均年龄 19.60 岁, 低创者 30 人

(男 12 人, 女 18 人), 平均年龄 19.55 岁。高创组(M = 

325.87, SD = 21.67)和低创组(M = 108.50, SD = 

23.49) 的 TTCT 得分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的差异显

著, t(58) = 37.25, p < 0.001。采用《瑞文标准推理测

验》测量被试的智力, 对高创组(M = 52.03, SD = 

3.89)和低创组(M = 49.83, SD = 4.79)的智力得分进

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的差异不显著, t(58) = 1.95, p > 

0.05。被试无智力障碍, 无色盲、色弱, 实验完成

后给每个被试适量报酬。 

2.1.2  实验设计 

实验设计 为 2(创 造性 组别：高 创 组、低创

组)×2(刺激类型：字色一致、字色不一致)两因素混

合设计。其中创造性组别为组间变量, 刺激类型为

组内变量。因变量为反应时和正确率。 

2.1.3  仪器和材料 

实验仪器使用美国 DELL 笔记本电脑, 实验材

料通过 13.3 英寸液晶显示器呈现。分辨率为 1024× 

768。 

采用《托兰斯创造性思维测验》(TTCT)中文修

订版(叶仁敏, 洪德厚, 保尔•托兰斯, 1988)的词汇

卷和图画卷对被试的创造性思维水平进行测量。评

分方法：本测验由两名心理学专业本科生(1 男 1 女)

独立进行评分。经过对二人的评分结果进行相关分

析, 结果表明, 词汇卷的评分者一致性为 0.90, p < 

0.001; 图画卷的评分者一致性为 0.89, p < 0.001, 

说明二人评分信度较高, 测验成绩取二者的平均值。 

选用张厚粲和王晓平 (1989)修订的《瑞文标准

推理测验》中国城市修订版。测验共 60 道题目。

测验限时 40 分钟, 分半信度为 0.95, 间隔半个月的

重测信度为 0.82, 间隔一个月的重测信度为 0.79, 

同时效度为 0.71, 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采用经典的 Stroop 任务, 刺激材料是“红”和

“绿”两个汉字, 分别用“红”和“绿”两种颜色书写。

每个字的大小是 1.1°×1.1°, 形成字色一致刺激 2 种, 

字色不一致刺激 2 种, 背景为黑色。刺激总数共有

96 个, 其中字色一致的刺激 48 个, 不一致刺激 48

个。练习材料为红色和绿色方块, 练习 20 次。实验

中所使用的图片文件都是由 Photoshop 7 画图软件

制作而成。实验程序采用 E-prime 1.1 编制。 

2.1.4  实验程序 

正式实验之前先分批对被试进行创造性思维

测验和智力测验, 每批大约 20~40 人。给被试施测

《托兰斯创造性思维测验》的词汇卷和图画卷, 以

及《瑞文标准推理测验》。词汇卷、图画卷和智力

测验之间皆让被试休息 15 分钟。挑选的符合条件

的被试再通过电话预约来实验室做实验。 

正式实验在实验室内完成。实验室安静舒适, 

隔音较好。被试坐在距离计算机屏幕约 60 cm 的位

置。整个实验分练习和正式实验, 两个阶段实验程

序一致。实验程序如图 1 所示。首先在屏幕中央出

现一个注视点“+”500 ms, 然后出现一个实验刺激

(颜色字), 程序允许的反应时间为 3000 ms, 被试正

确反应之后与下一个实验刺激之间的时间间隔为

500 ms。被试错误反应之后在屏幕上呈现 1000 ms

的反馈错误信息作为惩罚 , 目的是保证高正确率 , 

然后分析反应时, 正确反应后无反馈信息。要求被

试对出现的刺激字的颜色又快又准地按键作出反

应。实验时间为 5 min。 
 

 
 

图 1  实验 1 实验程序图 
注：彩图见电子版 

 

2.2  结果 

数据采用 SPSS 18.0 进行分析。删除反应时超

过 2000 ms 的数据, 并剔除超过平均数 3 个标准差

之外的极端数据。删除反应错误的数据占总数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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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2%。删除的数据占总数据的 4.80%。对高创组

和低创组被试在 Stroop 颜色命名任务上字色一致

条件和字色不一致条件下的正确反应时和正确率

进行分析。 

对反应时进行了 2(创造性组别：高创组、低创

组)×2(刺激类型：字色一致、字色不一致)的重复测

量方差分析, 结果发现(见图 2)：创造性组别的主效

应显著, F(1, 58) = 8.46, p < 0.01, ηp
2 = 0.13, 高创者

的反应时显著短于低创者; 刺激类型的主效应显著, 

F(1, 58) = 24.92, p < 0.001, ηp
2 = 0.30, 字色一致条

件下的反应时显著小于字色不一致条件下的反应

时; 创造性组别和刺激类型的交互作用显著, F(1, 

58) = 9.26, p < 0.05, ηp
2 = 0.14。进一步分析发现, 高

创者在字色一致条件上的反应时显著短于低创者, 

p < 0.05, 且高创者在字色不一致条件下的反应时

也显著小于低创者, p < 0.01。将被试在字色不一致

条件下的反应时减去字色一致条件下的反应时得

出反应时的干扰效应量, 然后对高创组和低创组的

反应时干扰效应量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 结果发现, 

两组的反应时干扰效应量存在显著差异 , t(58) = 

−3.04, p < 0.01, 高创者的干扰效应量(M = 7 ms, SD = 

25 ms)显著小于低创者(M = 27 ms, SD = 27 ms)。 
 

 
 

图 2  高创组和低创组在不同字色条件下的反应时 

 
表 1  高创组和低创组在各实验条件下的正确率(%) [M (SD)] 

创造性组别 字色一致 字色不一致 

高创组 97.60(3.55) 96.98 (2.39) 

低创组 98.64(2.55) 95.73(4.14) 

 

对正确率数据(见表 1)的分析发现：刺激类型

的主效应显著, F(1, 58) = 11.33, p < 0.01, ηp
2 = 0.16, 

字色一致条件下的反应正确率显著高于字色不一

致条件; 创造性组别和刺激类型的交互作用显著, 

F(1, 58) = 4.74, p < 0.05, ηp
2 = 0.08, 进一步分析发

现, 高创者在字色一致和不一致条件下的正确率差

异不显著, p > 0.05, 而低创者在字色不一致条件下

的正确率显著低于字色一致条件, p < 0.01。将被试

在字色一致条件下的正确率减去字色不一致条件

下的正确率得出正确率的干扰效应量, 然后对高创

组和低创组的正确率干扰效应量进行独立样本 t 检

验, 结果发现, 两组的正确率干扰效应量存在显著

差异, t(58) = −2.18, p < 0.05, 高创者的干扰效应量

(M = 0.63%, SD = 3.88%)显著小于低创者(M = 

2.92%, SD = 4.26%)。创造性组别的主效应不显著, 

F(1, 58) < 1。 

2.3  讨论 

从实验 1 的反应时和正确率结果来看, 相比低

创者, 高创者的反应时干扰效应量和正确率干扰效

应量更小。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Benedek 

et al., 2014b; Edl et al., 2014; Zmigrod, Zmigrod, & 

Hommel, 2015)。通过实验 1 检验了创造性思维的

认知去抑制和认知抑制这两个假说, 结果支持了创

造性思维的认知抑制假说, 表明高创者的认知抑制

能力强于低创者。然而, 实验 1 的结果与 Groborz

和 Nęcka (2003)的研究结果并不完全一致。Groborz

和 Nęcka (2003)的研究仅发现, 高创者在不一致条

件下的反应更有规律。这可能与两个研究的实验材

料和实验程序不同有关。相比之下, 本研究中实验

1 所采用的实验材料和实验程序更简单, Stroop 任

务的刺激集为 2, 仅红、绿两种颜色字, 且仅要求被

试对字的颜色进行命名。但是, Groborz 和 Nęcka 

(2003)研究中 Stroop 任务的刺激集为 5, 而且被试

要依据屏幕下方的提示线索来确定进行颜色命名

还是字义命名, 研究程序更有难度。因此, 仅采用

简单的 Stroop 任务来揭示认知抑制与创造性思维

的关系并不全面。 

所以, 实验 2 拟增大刺激集大小, 采用更灵活

的 Stroop 字义–颜色命名转换任务, 颜色字包括红、

绿、黄三种, 并操纵有和无时间压力条件, 进一步

检验创造性思维的适应性认知抑制假说。反应时指

标仅能反映个体的外部反应, 因此实验 2 拟增加皮

肤电生理指标以反映不同创造性思维水平者抑制

过程的内部生理唤醒差异。 

3  实验 2：时间压力对高低创造性
思维水平者认知抑制的影响 

3.1  方法 

3.1.1  被试 

从实验 1 施测 TTCT 的总被试中, 根据 TT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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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分排序, 挑选没有参加实验 1 的高创者和低创者

各 26 人。因为 4 名被试的皮肤电线显示干扰很大

且无起伏被删除。最终被试 48 名。高创组 24 人(男

11 人, 女 13 人), 平均年龄 19.33 岁; 低创组 24 人

(男 12 人, 女 12 人), 平均年龄 19.21 岁。高创组(M = 

301.43, SD = 50.71)和低创组(M = 130.17, SD = 

24.64) 的 TTCT 得分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的差异显

著, t(46) = 14.88, p < 0.001。采用《瑞文标准智力测

验》测量被试的智力, 高创组(M = 54.17, SD = 3.52)

和低创组(M = 51.58, SD = 5.57)的智力得分进行独

立样本 t 检验的差异不显著, t(46) = 1.92, p > 0.05。

被试无智力障碍, 无色盲、色弱, 实验完成后给每

个被试适量报酬。 

3.1.2  实验设计 

2(创造性组别：高创组、低创组)×2(时间压力

情境：有、无)×2(任务类型：字义命名、颜色命

名)×2(刺激类型：一致、不一致)四因素混合设计, 

其中创造性组别和时间压力情境为组间变量, 任务

类型和刺激类型为组内变量。 

3.1.3  仪器和材料 

实验采用 Superlab 4.5 刺激呈现系统呈现刺激

并记录被试的反应, 该系统刺激呈现与计时精度均

为 1 ms。刺激通过 DELL 23 英寸显示器呈现, 被试

距屏幕 1 m 处。显示器的分辨率为 1024×768。屏

幕的背景为黑色。 

使用 BIOPAC MP150 型 16 导无线生理记录仪

系统的信号探测器、转换器和放大器等系统, 记录

被试在静止阶段和实验阶段的皮肤电。具体参数为

16 个模拟通道输入, 2 个模拟通道输出, 16 个数字

通道输入; 最大输入电压：±12 V; 输入阻抗：1 MΩ; 

A/D 转换率：16 Bits。本研究中皮肤电值的单位是

毫西门子(microsimens)。 

实验材料是“蓝”、“红”、“绿”色印刷的“蓝”、

“红”和“绿”三个字。每个字的大小是 1.1°×1.1°。共

96 个试次, 其中一致条件 48 个, 不一致条件 48 个, 

分为 4 个 block, 每个 block 包括 24 个, 其中一半为

一致刺激 , 一半为不一致刺激。第一个与第三个

Block 要求被试对刺激的字义进行按键反应, 第二

个与第四个 Block 要求被试对刺激的颜色进行按键

反应。练习任务材料为 24 个颜色词刺激, 要求对字

义进行命名。 

3.1.4  实验程序 

实验采用个别施测, 具体的实验程序如下： 

第一步：被试坐在被试座椅上, 与电脑显示屏

距离约为 1 m, 主试向其简单介绍需要进行的实验

任务, 并给被试连接上记录皮肤电反应活动的传感器。 

第二步：采集基线。要求被试心情平静下来, 头

脑中什么也不要想, 尽量保持身体不动, 采集 5 min

的生理指标作为基线值。 

第三步：给被试详细说明实验指导语后开始练

习任务。练习任务结束后让被试对其目前所感受到

的时间压力进行评定, “1”代表根本没有, “5”代表非

常强烈。然后进行正式实验任务。 

第四步：正式实验。随机分配高创者和低创者

进入有或无时间压力实验条件。时间压力情境的设

置主要考虑被试的反应时, 本实验中给予“反应太

慢 ” 试 验 的 反 应 时 临 界 值 的 界 定 主 要 是 参 考

Kobayashi 等(2007)的文献中测量的各条件下的反

应时平均数, 最后将该值定为 550 ms。 

被试先做字义命名任务, 然后按顺序依次为颜

色命名任务、字义命名任务和颜色命名任务。不同

时间压力情境下的具体实验程序见图 3 所示。 

有时间压力情境下：首先在屏幕中央出现一个

注视点“+”500 ms, 然后出现一个实验刺激(颜色

字), 程序允许被试的反应时间为 3000 ms。当被试

的反应超过 550 ms, 则在屏幕上给被试呈现反馈

信息“反应太慢”, 如果被试反应错误, 则在屏幕上

给被试呈现反馈信息“反应错误”, 被试正确反应之 
 

 
 

图 3  不同时间压力情境下的实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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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与下一次 trial 之间的时间间隔为 10~12 s。字义

命名任务要求被试忽略字的颜色, 对屏幕上出现的

字的字义进行又快又准的按键反应。被试通过外接

反应盒进行反应。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

反应盒上进行按键反应 , 按键上有相对应的颜色 , 

绿字按第一个键, 红字按第二个键, 蓝字按第三个

键。颜色命名任务则要求被试对字的颜色进行又快

又准的按键反应。 

无时间压力情境下：没有“反应太慢”的反馈, 

其它同上。 

第五步：所有被试在实验结束后立即对感受到

的完成任务的时间压力进行评定, “1”代表根本没

有, “5”代表非常强烈。 

3.1.5  生理数据的采集与分析 

皮肤电采集：对被试的左手食指和中指的末端

指腹用酒精消毒后, 贴上电极片, 然后将电极线的

一端连接在电极片上, 电极线的另一端插在无线发

射器测量皮肤电反应的 EDA 端口上, 信号发射到

生理记录仪的 GSR100C 模块上记录被试的皮肤电, 

采样率为 1000 Hz。 

参照 Kobayashi 等人(2007)的研究, 取刺激呈

现之后 1~4 s 探测到的皮肤电活动的最大值作为该

trial 的皮肤电反应值。各条件下皮肤电活动变化为

皮肤电反应最大值减去基线值。为了减少数据分布

的偏度, 将皮肤电值+1 之后进行对数转换再进行

统计分析。 

3.2  结果 

统计反应时数据时, 删除反应时大于 2000 ms

的极端值, 剔除超过平均数 3 个标准差之外的极端

数据, 删除错误反应的数据 8.31%。删除数据占总

数据的 10.33%。 

所采集的生理数据在 Acqknowledge 4.2 软件

上进行编辑处理。参照 Kobayashi 等人(2007)的研

究, 将 SCR 的最小起伏值定为 0.05 microsimens, 

将不满足这一标准的数据删除。删除的数据占总数

据的 7.82%。后期数据采用 SPSS 18.0 进行分析。 

对被试是否感受到时间压力的主观评定进行

独立样本 t 检验, 结果发现, 两组被试完成实验后

的主观评定结果差异显著, t(46) = 14.86, p < 0.001, 

有时间压力组(M = 3.83, SD = 0.48)感受到的时间

压力显著高于无时间压力组(M = 1.21, SD = 0.51)。

结果表明, 实验中对被试设置的时间压力情境程序

确实引起了被试较强的时间压力感受。 

3.2.1  高创组和低创组在不同时间压力情境下的

反应时 

根据高创组和低创组被试在 Stroop 字义命名

和颜色命名任务上不同时间压力条件下的反应时

进行统计, 结果如图 4 所示。 

对反应时进行 2(创造性组别：高创组、低创

组)×2(时间压力情境：有、无)×2(任务类型：字义

命名、颜色命名)×2(刺激类型：一致、不一致)的重

复测量方差分析, 结果发现：任务类型的主效应显

著, F(1, 44) = 4.56, p < 0.05, ηp
2 = 0.09, 字义命名任

务的反应时显著短于颜色命名任务; 刺激类型的主

效应显著, F(1, 44) = 127.82, p < 0.001, ηp
2 = 0.74, 

一致条件下的反应时显著短于不一致条件下的反 
 

 
 

图 4  高创组和低创组在不同时间压力条件下 Stroop 任务上的反应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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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时 ; 时 间 压 力 情 境 的 主 效 应 显 著 , F(1, 44) = 

34.12, p < 0.001, ηp
2 = 0.44, 有时间压力情境下的反

应时显著短于无时间压力情境下的反应时; 创造性

组别的主效应不显著, F(1, 44) = 2.12, p > 0.05;  

根据实验目的, 重点分析与创造性组别变量之

间的显著的交互作用。结果发现, 刺激类型、时间

压力情境与创造性组别三者的交互作用显著, F(1, 

44) = 6.31, p < 0.05, ηp
2 = 0.13。进一步分析发现, 对

于高创者而言, 刺激类型的主效应显著, F(1, 23) = 

70.59, p < 0.001, ηp
2 = 0.75, 时间压力情境的主效应

显著, F(1, 23) = 22.99, p < 0.001, ηp
2 = 0.50, 时间压

力情境和刺激类型的交互作用显著 , F(1, 23) = 

25.19, p < 0.001, ηp
2 = 0.52, 对高创者在有和无时间

压力情境下的干扰效应量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 ,  

t(23) = −5.02, p < 0.001, 即高创者在有时间压力情

境下的干扰效应量(50 ms)显著短于无时间压力情

境下(197 ms); 对于低创者而言, 刺激类型的主效

应显著, F(1, 21) = 101.86, p < 0.001, ηp
2 = 0.83, 时

间压力情境的主效应显著, F(1, 21) = 19.23, p < 

0.001, ηp
2 = 0.48, 时间压力情境和刺激类型的交互

作用不显著, F(1, 21) = 1.24, p > 0.05, ηp
2 = 0.06, 对

低创者在有和无时间压力情境下的干扰效应量进

行独立样本 t 检验, t(21) = −1.11, p > 0.05, 即低创

者在有时间压力条件下的干扰效应量(133 ms)和无时

间压力条件下的干扰效应量(166 ms)无显著差异。 

此外, 刺激类型与时间压力情境的交互作用显

著, F(1, 44) = 15.44, p < 0.001, ηp
2 = 0.26, 任务类型

与刺激类型的交互作用显著, F(1, 44) = 10.92, p < 

0.01, ηp
2 = 0.20, 因与研究目的无关 , 不作具体分

析。刺激类型与创造性组别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F(1, 

44) = 1.61, p > 0.05, 其他变量之间的交互作用均差

异不显著, Fs (1, 44) < 1。 

3.2.2  高创组和低创组在不同时间压力情境下的

正确率 

根据高创组和低创组被试在 Stroop 字义命名

和颜色命名任务上的正确率进行统计, 结果如表 2

所示。 

对正确率进行 2(创造性组别：高创组、低创

组)×2(时间压力情境：有、无)×2(任务类型：字义

命名、颜色命名)×2(刺激类型：一致、不一致)的重

复测量方差分析, 结果发现：刺激类型的主效应显

著, F(1, 44) = 58.78, p < 0.001, ηp
2 = 0.57, 一致条件

下的反应正确率显著高于不一致条件; 时间压力情

境的主效应显著, F(1, 44) = 36.12, p < 0.001, ηp
2 = 

0.45, 有时间压力条件下的反应正确率显著低于无

时间压力条件; 任务类型的主效应不显著, F(1, 44) < 

1; 创造性组别的主效应不显著, F(1, 44) < 1。 

刺激类型与 时间压力情 境的交互作 用显著 , 

F(1, 44) = 12.39, p = 0.001, ηp
2 = 0.22, 因与研究目

的无关, 不作具体分析; 刺激类型与创造性组别的

交互作用不显著, 任务类型与刺激类型的交互作用

不显著, 任务类型、时间压力情境与创造性思维组

别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任务类型、刺激类型与时间

压力情境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任务类型、刺激类型

与创造性思维组别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Fs (1, 44) > 

1.03, ps > 0.10; 其他变量之间的交互作用均不显著, 

Fs (1, 44) < 1。 

3.2.3  高创组和低创组在不同时间压力情境下不

同条件的皮肤电结果 

对被试的正确反应的皮肤电活动变化进行分

析, 结果如图 5 所示。 

对皮肤电活动变化进行 2(创造性组别：高创

组、低创组)×2(时间压力情境：有、无)×2(任务类

型：字义命名、颜色命名)×2(刺激类型：一致、不

一致)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结果发现：任务类型的

主效应不显著, F(1, 44) = 2.20, p > 0.05, ηp
2 = 0.05; 

刺激类型的主效应不显著, F(1, 44) < 1; 时间压力

情境的主效应不显著, F(1, 44) < 1; 创造性组别的

主效应不显著, F(1, 44) < 1;  

根据实验目的, 重点分析与创造性组别变量之

间的显著的交互作用。结果发现：时间压力情境与

创造性组别的交互作用达到边缘显著, F(1, 44) = 

3.14, p < 0.1 (p = 0.08), ηp
2 = 0.07, 进一步分析发现,  

 
表 2  高创组和低创组在不同时间压力情境下的正确率(%) [M (SD)] 

字义命名 颜色命名 时间压力 

情境 
创造性组别 

一致 不一致 一致 不一致 

高创组 92.36 (7.29) 82.29 (14.56) 91.32 (6.52) 83.33 (7.95) 
有时间压力 

低创组 89.93 (6.76) 80.21 (14.56) 92.71 (7.13) 80.21 (10.22) 

高创组 96.88 (5.06) 96.53 (3.91) 99.31 (2.41) 95.49 (5.46) 
无时间压力 

低创组 98.61 (2.71) 95.83 (4.35) 98.96 (2.59) 90.97 (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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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高低创造性思维水平者在不同时间压力情境下的皮肤电值 

 
高创者在无时间压力(0.75)和有时间压力(0.66)情

境下的皮肤电活动变化无显著差异, p > 0.05, 低创

者在无时间压力(0.57)和有时间压力(0.73)情境下

的皮肤电活动变化也无显著差异, p > 0.05。 

任务类型、刺激类型与创造性组别三者的交互

作用达到边缘显著, F(1, 44) = 3.33, p < 0.1 (p = 

0.08), ηp
2 = 0.07; 进一步分析发现, 高创者在颜色

命名任务中不一致条件下的皮肤电活动变化(0.74)

显著高于一致条件(0.71), p < 0.05, 高创者在字义

命名任务中一致条件和不一致条件下的皮肤电活

动变化差异不显著, p > 0.05, 但是低创者在字义命

名任务和颜色命名两个任务中一致和不一致条件

下的皮肤电活动变化皆没有显著差异, p > 0.05。 

此外 , 任务类型与刺激类型的交互作用显著 , 

F(1, 44) = 7.38, p < 0.01, ηp
2 = 0.14, 因与研究目的

无关, 不做具体分析; 刺激类型与时间压力情境的

交互作用不显著, 任务类型、时间压力情境与创造

性思维组别三者的交互作用显著, 任务类型、刺激

类型与时间压力情境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Fs (1, 44) > 

1.10, ps > 0.10; 其他变量之间的交互作用均差异不

显著, Fs (1, 44) < 1。 

3.3  讨论 

实验 2 反应时结果表明, 高创者在有时间压力

条件下的干扰效应量显著小于无时间压力条件下, 

而低创者在有和无时间压力条件下的干扰效应量

无显著差异。这表明相比低创者, 高创者具有更灵

活的认知抑制能力。此结果与研究预期和前人研究

中认为时间压力对创造性有促进作用的结果是一

致的(Darini et al., 2011; 张景焕等, 2011)。时间压力

促进了个体创造性思维的流畅性维度。面对时间压

力情境, 高创者能够调节自己的注意更集中于任务

特征, 抑制无关特征的干扰, 更能从时间压力情境

中获益, 表现出比低创者更高的认知抑制能力。综

合来看, 相比低创者, 高创者能够在有和无时间压

力情境下灵活调整注意焦点, 表现出更灵活的认知抑

制水平。Silvia 等(2014)的研究发现, 高创造性成就

者从基线期到完成发散性思维任务期间交感神经活

动显著增加, 并且他们能给出更具创造性的观点。

研究者认为, 这反映高创造性成就者完成创造性任

务时付出了更高的努力, 支持创造力的执行控制观点。 

皮肤电指标结果发现, 高创者在颜色命名任务

中不一致条件下的皮肤电活动变化显著高于一致

条件, 在字义命名任务中无此差异, 低创者在字义

和颜色命名两个任务各条件下的皮肤电活动变化

均无显著差异。这表明, 高创者对不同任务表现出

了不同的自主生理唤醒水平, 而低创者则表现出基

本一致的自主生理唤醒水平。这与其他研究中高创

者有面对不同任务表现出变化的生理特点的结果

是一致的(Kwiatkowski, 2002; Martindale, 1999)。实

验 2 结果表明, 相比低创者, 高创者在面对不同任

务情境具有灵活地认知抑制水平和唤醒水平。 

4  总讨论 

本研究以 Stroop 颜色命名任务和 Stroop 字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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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命名转换任务作为测定认知抑制的范式, 考察

了创造性思维与认知抑制的关系, 并探讨了时间压

力在认知抑制与创造性思维关系中的作用。实验 1

结果表明, 高创者的认知抑制能力高于低创者; 实

验 2 的反应时结果表明, 高创者在不同时间压力情

境下能够灵活地调节自身的注意焦点, 而低创者则

不能。实验 2 的皮肤电结果表明高创者面对不同的

任务条件表现出变化的生理唤醒水平, 而低创者则

表现出基本一致的生理唤醒水平。 

如前言所述, 以往研究对创造性思维与认知抑

制的关系一直存在争论(Benedek et al., 2012; Benedek  

et al., 2014b; Carson et al., 2003; Dorfman et al., 

2008; Edl et al., 2014; Groborz & Nęcka, 2003; 

Vartanian et al., 2007; Zabelina et al., 2012)。从本研

究的反应时结果来看, 实验 1 采用 Stroop 颜色命名

任务发现, 相比低创者, 高创者的反应时干扰效应

量和正确率干扰效应量更小。结果表明, 相比低创

者, 高创者表现出更强的认知抑制能力, 也就是说

高创者的一个认知特征是能够有效抑制优势的但

是不相关的反应倾向(Edl et al., 2014)。这一结果与

以往研究采用 Stroop 任务的研究结果一致(Benedek 

et al., 2014b; Edl et al., 2014), 也与采用随机动作产

生任务(Benedek et al., 2012; Zabelina et al., 2012; 

胡卫平等, 2015)以及遗忘效应任务(Storm & Patel, 

2014; 张克等, 2017)的结果一致。这一结果还得到

执行功能促进创造性思维的相关研究的支持(Jauk, 

Benedek, Dunst, & Neubauer, 2013; Jauk, Benedek, 

& Neubauer, 2014)。处理新颖性任务需要抑制性加

工, 创造在很大程度上就等同于处理新任务和新情

况, 创造过程需要对一些自动化反应的压抑, 从而

产生一个新颖的、独创的、未预期的解决方法。此

外, 在给定的情况下抵抗无关的一种反应趋势会促

进独创性观点产生(Benedek et al., 2012; Benedek et al., 

2014b)。 

本研究结果与前人以整体–局部加工任务为认

知抑制任务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Groborz & Necka, 

2003; Zmigrod et al., 2015)。本研究结果符合创造力

的产生–评价理论对创造性行为的定义(Groborz & 

Necka, 2003)。根据该理论, 创造性行为不仅包括产

生观点, 而且包括对产生独创性的产品的选择能力, 

这种选择能力部分依赖于认知控制中的有效注意

机制。此外, Zmigrod 等(2015)的研究也发现, 发散

思维中的灵活性可以显著预测整体–局部加工任务

中的局部干扰效应(即识别刺激的整体特征受到来

自局部水平信息的干扰), 发散思维的灵活性越高, 

局部干扰效应越小。这表明如果个体更注意整体方

面而没有被局部方面转移注意力, 那么个体更有可

能找到针对某一个问题的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案。局

部干扰条件中, 被试在识别大字母的时候抑制来自

小字母的干扰, 是一种抑制反应定势的倾向。这与

Stroop 任务中识别颜色字时需要抑制颜色与字义的

冲突的干扰相似。 

当前研究结果与认知去抑制假说冲突, 该假说

认为认知去抑制可以提高产生许多不同想法的流

畅性 , 认知抑制水平低是高创造者的特征之一。

Eysenck (1995)认为高创者由于过度包含的思维特

点, 因此其注意过滤机制不像普通人那么严格, 这

种过度包含性可能是一种抑制的失败, 是精神病患

者、高精神质得分个体、创造性个体和天才具有的

相似特征。高创造性个体有稳定的认知去抑制特点, 

但是其与精神病患者不同, 在于高创造性个体能够

拒绝不合适的反应, 而精神病患者则不能。如果是

功能失调的认知去抑制类型，虽然也可能导致个体

产生持续的想法, 但个体对已偏离最初观点的想法

却无能为力, 而以抑制不相关反应的能力为基础的

良好的认知抑制能力可能更有利于促进新颖的和

独创的观点产生(Benedek et al., 2012)。因此, 这种

认知抑制可能是一种功能良好的认知去抑制类型, 

该类型支持产生流畅的、新颖的观点而不是产生僵

硬的、病态持续的观点。而且, 有研究发现, 虽然

精神分裂症与创造性思维得分呈正相关, 但是精神

分裂症和创造性思维与认知抑制的关系不同(Rominger, 

Fink, Weiss, Bosch, & Papousek, 2017)。Rominger

等人(2017)采用听觉抑制任务发现, 创造性思维与

更高的认知抑制能力相关, 而精神分裂症与较低的

认知抑制能力相关。高创者能够更好地抑制任务中

不相关的听觉信息, 也可以解释为他们在创造性观

点产生过程中更集中注意, 结果进一步支持抑制能

力在创造性思维中起重要作用。 

显 然 , 本 研 究 结 果 与 Dorfman 等 (2008) 和

Vartanian 等(2007)的研究结果不一致。上述两个研

究均采用了负启动任务作为有干扰的认知抑制任

务, 结果发现, 创造性思维水平与不一致条件下的

反应时呈正相关。抑制先前相关信息可能确实有利

于创造性思维, 以更好地思考和整合对目前任务有

用的大量信息。这与前人关于创造性思维与减少了

的潜在抑制相关的观点一致(Carson et al., 2003; 

Eysenck, 1995)。导致与本研究结果不一致的原因可

Act
a 

Psy
ch

ol
og

ic
a 

Sin
ic

a



第 11 期 白学军等: 高低创造性思维水平者的认知抑制能力：行为和生理的证据 1207 

 

能是由于抑制概念的区别, 负启动任务和潜在抑制

任务均是抑制前摄干扰或分心干扰而不是抑制优

势反应的倾向(Friedman & Miyake, 2004)。 

实验 2 成功操纵了时间压力情境, 并进一步采

用皮肤电活动变化这一指标对认知抑制与创造性

思维的关系进行检验。反应时结果表明, 高创者在

有时间压力条件下的干扰效应量显著小于无时间

压力条件下, 而低创者在有和无时间压力条件下的

干扰效应量无显著差异, 表明时间压力在认知抑制

与创造性思维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面对时间压力

时, 个体会想方设法在限定时间内完成任务, 所以

有时间压力条件下 , 个体的流畅性得到很大提高 , 

因而创造性也会得到提高, 所以相比无时间压力条

件, 高创者在有时间压力条件下的干扰效应量更小, 

表现出更高的认知抑制能力。这一结果还可以用注

意力集中模型来解释(Karau & Kelly, 1992)。该模型

认为, 时间压力会使个体的注意变窄, 与任务相关

的特征凸显出来, 而与任务不十分相关的特征受到

忽视。正如前面讨论中提到的, 高创者面对不同时

间压力的任务情境, 能够调节自己的注意更好地适

应所面对的情境, 使注意更集中于所解决任务的相

关特征, 而更有效地抑制干扰的特征, 因此高创者

比低创者的认知抑制更灵活。研究结果支持适应性

认知抑制假说。 

自主唤醒主要与腹内侧前额叶皮层、前扣带皮

层、杏仁核和丘脑相关(Patterson, Ungerleider, & 

Bandettini, 2002), 同时也有研究发现背部前扣带

皮层在抑制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MacDonald, 

Cohen, Stenger, & Carter, 2000)。抑制需要心理努力

并激发外周神经系统的交感活动增强。实验 2 的皮

肤电结果发现, 高创者在颜色命名任务中不一致条

件下的皮肤电活动变化显著高于一致条件, 而低创

者在颜色命名任务中一致和不一致条件下的皮肤

电活动变化皆没有显著差异。结果表明, 高创者在

不同抑制条件下表现出生理唤醒水平的变化性, 而

低创者则在各种条件下表现出基本一致的生理唤

醒水平。这也符合 Martindale (1999, 2007)的理论假

设, 高创者会根据任务要求的不同而变换其生理唤

醒水平, 支持创造性思维的适应性认知抑制假说。

其他生理指标的研究也支持高创者比低创者具有

更大的生理变化性。高创者完成仅需要创造性的任

务中表现出大量 α 波活动, 而在仅需要智力的任务

中表现最少的 α 波活动, 低创者在不同任务中表现

出基本一致的 α 波活动水平(Martindale, 1999)。

Kwiatkowski (2002)的研究也发现, 高创者和低创

者在完成 oddball 任务中表现不同, 高创者在右半

球的激活(P300 幅度)比左半球更高, 而低创者在右

半球的激活比左半球更低。 

此外, 虽然在皮肤电活动变化指标上发现时间

压力情境与创造性组别的交互作用达到边缘显著, 

但是简单效应分析并没有发现高创者或低创者在

有和无时间压力条件下的皮肤电活动变化差异显

著, 但是低创者在有时间压力条件下的皮肤电活动

变化比无时间压力条件下有升高的趋势(见图 5)。

这可能是因为相比无时间压力条件下, 低创者在有

时间压力条件下更不能适应任务, 需要更大的抑制

能力。间接的证据来自于 α 波同步化的研究。研究

者倾向认为, α 波同步化增加被认为是为了达到任

务相关的内部定向注意而对外部刺激进行的自上

而下的控制(Fink & Benedek, 2014)。谷传华等人

(2015)的研究发现 , 在表现高状态社会创造性时 , 

高创造特质的被试比低创造特质的被试出现更高

的 α 波同步化, 同时还发现, 低创造特质被试在表

现高状态社会创造性时, 右脑比左脑出现了更高的

α 波同步化。表明低创造特质被试在表现高状态创

造性时, 需要更强大的抑制能力。研究者指出, SCR

还可能反映无意识的评价过程, 也可能反映无意识

的情感加工(Dawson et al., 2011)。实验 2 中在有时

间压力条件下, 个体需要尽快做出反应, 否则会出

现“反应太慢”的反馈。如果低创者在完成反应之后

得到了不好的反馈, 那么其可能会对下一次反应预

期一个消极结果, 或认为未来任务是一个不确定的

情况, 所以可能导致其在有时间压力情境下比无时

间压力情境下的皮肤电活动变化更高。本研究没有

得到有显著差异的结果, 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加大

样本量进行验证。 

本研究的局限性是高创造性思维水平的个体

选取的是在托兰斯创造性思维测验上得分高的被

试, 而没有涉及其他领域。有研究发现, 认知抑制

能力与艺术创造力之间呈现负相关(程丽芳, 胡卫

平, 贾小娟, 2015)。这与本研究结果是不一致的。

不一致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认知抑制与创造性思维

的关系在不同领域中的表现可能不尽相同。创造的

心理加工非常复杂, 需要多个脑区协同工作。研究

发现, 左额叶会抑制一般人(非艺术工作者)图形创

造性思维任务中右半球的活动, 而且通过练习技巧

消除这种抑制或通过对左额叶的特殊损伤可以促

进艺术创造力(Huang et al., 2013)。也就是说左额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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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抑制作用使个体在图形创造力中表现更佳, 但如

果某种原因导致左额叶的抑制作用降低则可以促

进艺术创造力。由此可见, 不同的抑制程度可能确

实对不同领域的创造力的影响不同。未来研究还需

要进一步设计精巧的实验验证领域在认知抑制与

创造性思维关系中所起的调节作用。 

此外,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在选取高低创

造性思维水平被试时, 仅采用托兰斯创造性思维测

验的词汇卷和图画卷, 测验较单一。未来研究可以

采用多个测验的结果来进行综合评定。例如, 有研

究采用《可能用途测验》和《托兰斯创造力测验》, 

然后将这两个测验测量的独创性和流畅性维度分

数转化后的 Z 分数之和作为衡量个体创造性思维

水平的指标(Rominger et al., 2017)。其次, 本研究仅

从发散思维角度对创造性思维水平进行考察, 而没

有涉及到聚合思维。一般来说, 创造性思维包括发

散思维和聚合思维两种基本形式。未来研究可以结

合发散思维测验、聚合思维测验和智力测验等多个

测验的项目来综合衡量个体的创造性思维水平, 以

更全面地考察个体的创造能力 (沃建中 , 陈婉茹 , 

刘杨, 林崇德, 2010)。最后, 本研究仅将被试划分

了高创组和低创组, 没有设置中等创造性思维水平

组, 无法分析个体完成抑制任务时交感功能是哪一

组的变化引起的, 抑或是两组共同作用之和。未来

研究可以进一步增加中等创造性思维水平组, 为研

究结果的可靠性提供更有利的证据。 

5  结论 

在本实验条件下, 可得出以下结论：(1)总体而

言, 相比低创者, 高创者的认知抑制能力更高, 能

够有效抑制优势的但不相关的反应倾向; (2)时间压

力在认知抑制与创造性思维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 

高创者面对不同任务要求能够灵活调整自身的认

知抑制水平, 其在有时间压力任务情境下的抑制能

力高于无时间压力任务情境下, 且表现出变化的生

理唤醒水平。结果支持创造性思维的适应性认知抑

制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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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ces in cognitive inhibition between persons with high and low creativity: 
Evidences from behavioral and physiological studies 

BAI Xuejun1; YAO Haijuan2 

(1 Academy of Psychology and Behavior,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4, China) 

(2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School of Law, Tianj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 Tianjin 300134, China) 

Abstract 
Creativity has been previously defined as a behavior or product that is both novel and appropriately useful. 

It is a complex concept with many different processes, indicating that some of these processes require heavy 

executive processing. Executive function is the basic ability of cognitive processes to control one’s thoughts and 

behaviors, which is related to the prefrontal cortex, and it is mainly composed of three components: mental set 

transformation, inhibitory control, and working memory updating. Previous studies exami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gnitive inhibition and creative thinking have obtained inconsistent results. The following th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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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potheses can be formulated regar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gnitive inhibition and creative thinking. 

Creative thought has been variably associated with focused attention and effective inhibition control, 

disinhibition, and defocused attention or a flexible adaption of inhibition control. 

The aim of present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gnitive inhibition and creative 

thinking using behavioral and physiological indexes, and the effects of time pressur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gnitive inhibition and creative thinking. In this study, undergraduate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divergent thinking 

levels were asked to perform the Stroop task. In Experiment 1, a Stroop color naming task was carried out to test 

participants’ cognitive inhibitory ability. In Experiment 2, a more flexible Stroop word-color naming task was 

adopted and the physiological data was recorded to further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gnitive 

inhibition and creative thinking, and time pressure situation was applied concerning reaction time. When 

participants responded after more than 550 ms, feedback of “too late” appeared on the display.  

The results found that in Experiment 1, the highly creative persons showed smaller interference effect than 

did less creative persons; in Experiment 2,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time pressure condition × group × stimulus 

congruence interaction. The interference effect between the condition of time pressure and no time pressure of 

the highly creative persons was smaller than that of the less creative persons. Moreover, the time pressure 

condition × group interaction reached significance; the less creative persons showed significantly greater 

increases in skin conductance responses (SCRs) under the time pressure condition than in the no time pressure 

condition, bu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for SCRs between the condition of time pressure and no time 

pressure of the highly creative persons. Furthermore, the highly creative persons exhibited significantly greater 

increases in SCRs under the incongruent condition in color naming task than in the congruent condition; 

however, they showed no significance between the congruent and incongruent conditions in the word naming 

task.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SCRs between the congruent and incongruent in word and color 

naming tasks of the less creative persons. 

The abov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highly creative persons showed stronger cognitive inhibitory ability than 

did less creative persons; they could effectively suppress dominant but irrelevant response tendencies. Moreover, 

time pressure played a moderate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gnitive inhibition and creative thinking. 

Highly creative persons could focus on task-related information and inhibit task-unrelated information, adjust 

their attention to adapt to different time pressure task situations, and inhibit the interference characteristics. The 

highly creative persons showed variability in autonomic arousal levels in different conditions; the less creative 

were essentially fixed in a state of cognitive inhibition. The results agree with the hypothesis of adaptive 

cognitive inhibition of creative thinking. 

Key words  creative thinking; cognitive inhibition; time pressure; skin conductance respon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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